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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节目模式跨境流动研究

———基于媒介全球化的理论视角

戴颖洁

摘　 要： 文章将电视节目模式的跨境流动作为分析媒介全球化现象的一个视窗， 发现伴随着媒介全球

化理论从文化帝国主义流派到文化多元主义流派的转变， 节目模式也经历了由美国作为单一输出主体到世

界范围内出现多个产制主体的格局变迁， 地方对模式的 “在地化” 改编策略也日趋开放和深入。 但是， 对

媒介资源多极化流动的过多关注， 容易忽视全球范围内媒介权力结构的失衡。 文章运用斯特劳哈尔

（Ｓｔｒａｕｂｈａａｒ， １９９１） “非对称的互相依赖”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理论分析了当前的节目模式流

动， 既看到了全球模式版图的失衡， 也体察到模式 “在地化” 过程中各方力量的对比关系。 这种对文化表

象下隐藏的媒介权力结构的识别， 应成为全球化时代媒介研究的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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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 年代末全球电视节目模式产业的生成，［１］引发了西方学界对模式交易这一新型全球文化流动现

象的关注。 之后， 模式便犹如幽灵般地在全世界游荡； 它那可供遵循、 再复制的运作程序和组织框架，
满足了世界范围内电视产业的利益和需要， 带来了地域流动、 文化流变、 观念和思潮的流行。

Ｍｏｒａｎ 将节目模式贸易划分为四个阶段，［２］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３０ 年代晚期， 在广播领域出现了最早的

国际节目交易， 但当时的模式改编相当分散、 零星， 也并非是模式方的主动行为。 第二个阶段是 １９５３
年， 美国日间儿童节目 《游戏室》 的全球售卖， 标志着节目贸易这一新的商业许可模式的诞生， 这是

模式交易的萌芽期。 第三个阶段是 １９８０ 年代到 ２０００ 年， 模式产业开始形成。 最后一个阶段是 ２０００ 年

到现在， 模式产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产业。
Ｃｈａｌａｂｙ 追溯了电视节目模式从起源到 １９９０ 年代这期间的发展脉络， 认为 １９５０、 １９８０ 以及 １９９０ 年

代都是节目模式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３］ 早在 １９５０ 年代全球就确立了电视模式贸易的两大主

要规则， 出现了第一个跨境售卖的电视节目模式。 １９８０ 年代出现了第一个全球电视模式， 全球模式贸

易开始兴起。 １９９０ 年代， 模式开始成为全球电视产业的支柱， 是模式贸易史上最重要的时间节点。
相较于国外学者对模式全球发展史的梳理， 国内学者殷乐认为 Ｍｏｒａｎ 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以欧美模

式产业发展为主要着眼点， 且未对 ２０００ 年之后的模式发展轨迹进行细分。 他认为， 进入新千年以来，
模式发展在范围、 规模、 类型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 于是他以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为时间节点， 进一步区分了模式交易全球酝酿期、 交易蓬勃期， 以及模式产业多元竞争期这三

个阶段。［４］张建珍、 彭侃将电视节目模式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１９４０ 年代晚期到 １９７０ 年

代中期是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萌芽阶段； １９７０ 年代晚期到 １９８０ 年代晚期是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初步发

展阶段； １９９０ 年代是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勃兴阶段； 而 ２０００ 年至今， 则是国际电视节目模式的繁荣

时期。［５］

以上中外学者基本都是按照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以及 ２０００ 年代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来对发展史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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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细微差异只在于对 １９８０ 年代前和 ２０００ 年代后时间段的细分程度不同。 本文将全球节目模式贸易作

为看待媒介全球化现象的一个视窗， 以期通过媒介全球化的理论变迁， 来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电视节目

模式跨国流动的不同图景。

一、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时期： 美国是唯一节目输出国，
模式本土化策略比较初级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形成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鼎盛于 ７０ 年代。 席勒是该理论的奠基人， 他倾向于

用相对宽泛的概念来展现一个对全球空间进行征服和统一的进程， 将其定义为 “一个社会被带入到现

代世界体制中的整个过程， 以及统治阶级如何被吸引、 压制、 强迫甚至某些时候被贿赂， 以建立社会

机构来适应甚至推广这一体制的最中心的价值和机构”。［６］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在冷战体制瓦解、 资本

主义全球化势力渐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提出的。 该流派认为， 西方发达国家改变先前强制性的压

迫方式， 借助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产品倾销等文化输出形式， 巧妙地谋求自身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的霸

权地位。 因此， 这一时期媒介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西方， 尤其是美国。 这和萌芽期的流动是一

致的。
模式是西方国家发明的产物。 全球节目模式贸易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最早出现在广播领域。 《无

知是福》 （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Ｂｌｅｓｓ） 是第一个根据广播节目模式授权改编的跨国电视节目， 参考了美国纽约电

台的 《无知的下场》 （ Ｉｔ Ｐａｙｓ ｔｏ Ｂｅ Ｉｇｎｏｒａｎｔ） 模式， 由 ＢＢＣ 于 １９４７ 年播出； 第一档真正跨国传播的电视

节目模式则是 １９５０ 年在 ＣＢＳ 电视网播出的 《我的台词是什么》 （Ｗｈａｔ’ ｓ Ｍｙ Ｌｉｎｅ？）。 该节目在美国大获

成功后， ＢＢＣ 于 １９５１ 年签订了该模式的授权许可协议， 推出了它的克隆版。 授权协议犹如模式许可改

编的出生证， 奠定了节目模式行业的法律基础， 被许可方第一次需要为创意进行买单。［３］（３８） 有了知识产

权的保护， 国际模式贸易开始发展起来。 １９５２ 年， 美国巴尔的摩当地电视台日间儿童节目 《游戏屋》
（Ｒｏｍｐｅｒ Ｒｏｏｍ） 播出， 节目模式贸易这一新的商业许可模式由此诞生。［７］节目制作商模仿美国当时兴起

的授权连锁经营模式， 授权美国各地电视台制作这档节目的不同版本。 仅 １９５７ 年就有 ２２ 个电视台购买

了此模式， 到 １９６３ 年， 多达 １１９ 家美国电视台制作了该节目的本地版。［８］此后， Ｆｒｅｍａｎｔｌｅ 公司获得了该

节目的国际版权， 将节目推向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新西兰、 日本等世界各地。
由此可见， 美国是这一时期唯一的模式输出国， 节目流动主要是从美国流到欧洲、 澳大利亚和拉美

部分国家。 由于模式的版权意识尚未建立， 模仿和剽窃电视业较发达国家的节目和创意， 是当时美国

以外地区节目制作商的主要手法。［５］（６６）来自南美、 西欧、 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制作人纷纷前往美国， 在旅

馆里面刻录美国当时流行的节目， 然后带回本土进行制作。 不过， 这一阶段对引进节目的本土化处理

比较初级， 类似于香港学者李少南所说的鹦鹉学舌模式 （ Ｐａｒｒｏ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或者变形模式 （Ａｍｏｅｂａ ｐａｔ⁃
ｔｅｒｎ），［７］（１２５）即内容方面基本保留原貌， 仅仅在形式方面进行配音、 添加字幕等后期处理， 为的是让节

目更好地被本地观众所理解。 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学者对此表达出深深的忧虑， 认为电视模式的全球

流通， 实质是西方国家推行的麦当劳化的商业逻辑与文化策略， 目的是间接实现文化渗透和观念重塑；
这种避开政治、 意识形态等正面冲突的 “伪本土化” 扩张策略， 构成了征服全球的 “真实谎言”。［９］

二、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时期：
节目模式多极化流动， 本土化更加彻底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缺陷在于主张 “中心—边缘” 的二元对立模式， 低估了非西方国家的内部动

力。 随着全球政治形势的逆转以及该理论自身局限性的日益显露，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这一理论全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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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衰退期。 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修正理论， 在 ８０ 年代后期得以兴起。［１０］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认为， 文化多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特征。 就电视节目市场来看， 全球不再是

由美国所控制的单一制作中心； 多个电视节目生产与出口中心的形成， 表明文化逆流已经成为一股不

可忽视的力量， 日益改变着全球媒介格局。 与此同时， 考虑到受众的文化接近性需求，［１１］ 西方国家不再

是强制性地输出媒介产品， 全球化压力与需求迫使跨国媒介机构通过主动适应本土文化， 或者与当地

伙伴开展合作等 “全球在地化” 策略， 来维持自身市场的扩张。
（一） 全球电视节目模式重心由美国向欧洲转移

１９８０ 年代是全球电视节目模式产业的黎明。 此后， 随着经济、 文化、 意识形态的转变， 媒介发送

和接收技术的不断革新， 以及民主化和媒体私有化进程的加快， 全球电视频道开始呈现出指数式增长

态势。 这加剧了本土节目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 也刺激着跨国节目的本土化需求。 品牌理念和实践

的兴起， 促使大家开始关注到节目模式的商业价值。 节目模式由于低风险、 高收益的特点开始日益获

得电视机构的青睐。［２］（４９６） 于是， 一些模式公司开始尝试进行节目的全球售卖， 打造节目的国际品牌，

由此带动了电视节目模式的第一波国际化潮流，［３］（３８）模式产业也逐渐开始形成。

１９９０ 年代是全球电视节目模式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 （Ｗｈｏ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ａ Ｍｉｌｌｉｏｎａｉｒｅ？）、 《幸存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老大哥》 （Ｂｉｇ Ｂｒｏｔｈｅｒ） 这三大超级节目模式在美国、 英国和西

欧等重要电视市场相继取得巨大成功， 被认为是全球电视节目模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开启了模

式贸易的新纪元。 其中， 《谁想成为百万富翁》 是第一个被品牌化的电视节目模式。 该节目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在英国 ＩＴＶ 首播， 取得了 ４４％的市场份额， 迄今已被全球 １６０ 个国家和地区制作了本土版， 成为有史

以来最为成功的电视节目模式。［１］（３０９） 与此同时， 全球化的电视模式交易市场形成， 模式版权保护提上

日程。 １９９９ 年， 蒙特卡罗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节目模式交易市场， 此后美国电视节目制作人协会

（ＮＡＴＰＥ）、 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贸易节 （ＢＢＣ Ｓｈｏｗｃａｓｅ）、 法国戛纳电视交易会 （ＭＩＰ） 等一系列节目贸

易展的举办， 不断推动和促进了节目模式的全球扩张和信息的全球流动。 模式开始成为全球电视产业

的支柱， 模式题材也从先前纯一色的游戏类节目， 开始向纪实类娱乐节目、 真人秀、 才艺类节目等多

元化发展。

从节目模式生产主体看，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期间， 大约有四分之三的跨国流动节目模式来自美国；［３］（３８）

但这一格局在 １９９０ 年代开始转变。 Ｅｎｄｅｍｏｌ （恩德莫）、 皮尔森电视 （后成为 Ｆｒｅｍａｎｔｌｅ Ｍｅｄｉａ）， 以及

ＢＢＣ 环球等全球性电视节目运营公司的相继成立，［５］（７０） 成为节目模式内容市场的重要供给力量。 并且，
英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节目模式的领军者， 贸易中心从美国向欧洲转移。 为了鼓励创意产业， 早在

１９９０ 年初， 英国政府就颁布法律规定， 要求包括 ＢＢＣ 和 ＩＴＶ 在内的电视台必须向独立制作公司购买占

播出总量 ２５％以上的节目。 英国有电视频道超过 ５００ 个， 除了 ＢＢＣ 和 ＩＴＶ 拥有自己的节目生产部门外，
英国政府要求其他频道的所有节目均要向独立制作公司购买。［１２］这项政策激发了独立电视节目制作商的

创新意识以及开发节目的热情， 也带来了模式贸易中心向欧洲的转移。
（二） 世界多个节目模式产制主体出现

２０００ 年以后， 世界模式认证与保护组织 （ ＦＲＡＰＡ）、 国际模式律师协会 （ ＩＦＬＡ） 等一系列版权保

护组织的建立， 为模式交易和流通提供了保障， 模式产业进入繁荣发展期。 在这些组织的推动下， 电

视节目模式的全球贸易日益规范化， 参与国际交易的节目模式也越来越多。 ２００９ 年全球电视模式贸易

额为 ９３ 亿欧元， ２０１０ 年就激增到 ３１０ 亿欧元；［１３］ 并且， 交易范围不断扩张， 跨国流动速度不断加快。

１９９０ 年代之前， 能输出到 １０ 个国家以上的节目模式屈指可数， 如今， 比较成功的模式一般都能输出到

三、 四十个国家。 比如， 荷兰的 Ｆｒｅｍａｎｔｌｅ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推出的超级模式 《偶像》 （ Ｉｄｏｌ） 就取得了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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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功， 迄今已被 ４６ 个国家和地区制作了本土版， 大约有 ６５ 亿观众收看了该节目。［１４］ 与此同时， 伴随

着传播速度的加快， 节目模式类型也更趋多元化。 根据 ＦＲＡＰＡ ２０１２ 年官方统计，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０８ 年共

有 ４４５ 个节目模式在全球 ５７ 个地区产生了 １２６２ 个改编版本，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电视节目类型。［１５］

在模式输出端， 巴西、 墨西哥等南美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等东亚国家， 以色列、 土耳其等新兴

创意国家， 纷纷加快了争夺全球节目模式市场的步伐。 亚洲模式产业尤其发展迅速， 成为继欧美市场

以后全球节目模式贸易的新主场。 其中， 日本作为重点输出国， ２００７ 年对外输出了 １１ 种节目模式，
２００８ 年输出了 １２ 种。 创业投资真人秀节目 《龙穴》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Ｄｅｎ） 成功销往 ２２ 个国家， １５ 个国家购

买了竞技类烹饪节目 《铁人料理》 （ Ｉｒｏｎ Ｃｈｅ） 的改编权。［５］（７０） 而原本处于节目模式 “纯引进” 行列的

韩国， 自 １９９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 也开始推行 “文化立国” 政策， 在引进欧美节目的过程中迅速积累了

丰富的电视节目制作经验， 并且培育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电视人， 使得韩国电视产业近年来风生

水起。 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 韩国电视产业对外输出 《爸爸去哪儿》 《我是歌手》 《两天一夜》 《花样爷爷》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Ｍａｎ》 等多个节目模式， 其中， 《花样爷爷》 还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向美国 ＮＢＣ 电视台出售了节目

版权， 成为韩国首个出口美国的综艺节目。 由此可见， 新兴国家的崛起以及区域化市场的发展， 对欧

美为主的电视市场造成了有力的冲击， 欧美模式输出一头独大的局面开始改观， 节目模式贸易进入多

元竞争时期。［４］（１１１）

（三） 节目模式 “全球在地化” 合作更深入

吉登斯认为， 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非中心化。［１６］ 罗伯逊提出了 “全球本土化” （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概

念，［１７］指涉全球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建构； Ｓｒｅｂｅｒｎｙ 也认为全球性和地方性的互动与融合是本阶段最主要

的特征。［１０］由此可见， 全球必须依靠地方来实践，［１８］文化产品的跨国输出是 “全球” 与 “在地” 合作式

的意义建构过程。 电视节目模式作为一种允许异地生产的 “配方”， 为这种合作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为

此， 越来越多的国际模式公司加速建立全球制作网络； 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分公司、 分支机构， 或者

与当地制作商进行模式开发、 模式生产等合作形式， 扩大自己的全球电视版图。
斯特劳哈尔提出 “文化接近性” 理论， 认为受众基于对本地文化、 语言、 风俗等的熟悉， 较倾向

于接受与该文化、 语言、 风俗接近的节目；［１１］（３９－５９）斯图亚特·霍尔也认为西方的全球化扩张实质包含了

大量的同质化吸收地方特殊性的过程， 这是影响西方文化在第三世界落地的关键。［１９］ 因此， 考虑到地方

电视市场的特殊性以及受众的文化接近性需求， 这一时期很少再有节目模式采用封闭式改编策略， 更

多采用香港学者李少南所说的珊瑚模式 （Ｃ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或者蝴蝶模式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即吸收地方

文化特殊性的开放式改编成为模式方全球市场扩张的重要战略取向。［７］（１２５） 跨国媒介机构通过改变自身

出口产品的内容与形式， 以适应其他地区的文化需求；［２０］ 毕竟对模式方来说， 全球文化同化并不是目

的， 他们更愿意识别出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差异， 赞许这些差异， 继而通过一套有效的调控机制控制差

异， 只要这些差异能够带来利益。［２１］ 与此同时， 地方节目制作人也开始凭借 “去地方化” 和 “再地方

化” 的 “全球在地化” 策略， 来实现全球和地方的连结。 “去地方化” 是文化解构过程， 指文化与空间

“天然性” 关系的消失，［２２］通过去除明显带有模式方文化印记的元素， 来帮助全球文化跨越文化藩篱。

“再地方化” 是文化重构过程， 指新旧符号在部分疆域中被重新地方化，［２２］（１５） 旨在充分发挥地方的主观

能动性， 对全球文化框架进行重构， 以满足地方电视市场的现实需要。
另外， 全球电视节目交易会的设置和举办也倾向于 “在地化” 合作， 近年来非西方国家的电视交

易市场逐渐得到重视。 ２０００ 年， 亚洲电视论坛 （Ａｓｉａ ＴＶ Ｆｏｒｕｍ ＆ Ｍａｒｋｅｔ， 简称 ＡＴＦ） 在新加坡设立，
这被认为是法国戛纳交易会的亚洲版， 搭建了亚太地区最全面的一站式电影电视采购平台。 并且， 从

展会主题和主体上看， 非西方国家的参与度也在不断提升。 比如， ３３ 届 ＭＩＰＴＶ （法国戛纳春季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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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的会议主题就是关于拉美地区的电视小说； ２０１５ 年中国、 韩国、 日本等东亚国家参展 ＭＩＰＣＯＭ
（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 的比例高达 １６􀆰 ７％以上； 土耳其还一跃成为主宾国， 举办了多场围绕土耳其的

研讨会、 最新节目展映会以及其它交流活动。［２３］

三、 “非对称互相依赖” 理论时期：
重视节目模式跨国流动中的力量关系

　 　 “文化多元主义” 理论较好地捕捉了当今世界电视格局， 认为既没有单一的中心， 也不存在必然

的边缘地带。 但是， 该理论也有争议， 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对其忽略全球媒介权力结构的批判： Ｃｕｒｒａｎ
认为过多关注文化多元会导致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缺乏批判性反思；［２４］ ＭｃＡｎａｎｙ 也指出该

理论掩盖了真实的权力框架和动力。［２５］的确， 无论是全球电视节目模式产业版图， 还是节目模式跨国流

动的 “在地化” 过程， 都存在着鲜明的力量对比关系。 因此， 全球化时代的媒介研究除了要关注静态

化的多元文化现状， 同时也应一并关注形塑多元文化的动力机制。
斯特劳哈尔提出的 “非对称的互相依赖” 理论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１１］试图在文化帝国主

义理论和文化多元主义理论之外找到分析文化全球化运作的新思路。 应该说， 该理论兼顾了西方国家

媒介生产的引领性， 非西方国家媒介生产的主动性和抵抗意识， 以及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电视节

目资源上的互相依赖， 较好地捕捉了当前媒介资源占有、 分布、 以及流动的力量对比关系， 成为解释

当代世界电视节目复杂图景的较适合的理论。
（一） 全球节目模式产业布局的失衡

图 １　 节目模式全球流动趋势图

如上图所示， 从节目模式产业的全球版图来看， 欧美国家依旧控制着世界媒介产品的销售和流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英国以及德国共同占有了世界上大约 ８０％
的电影电视节目对外输出市场。［２６］ ２０１１ 年， 欧洲广播商创制的 ５０ 个流通最广的电视模式创造了总计

２０􀆰 １９ 亿美元的价值， 其中英国、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制作的模式价值累计占欧洲总体模式价值的

四分之三。 并且， 英国模式节目的出口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 ４３％。［４］（１０６）

由此可见， 虽然世界没有单一的中心， 但是各种形式的权力依旧集中在那些高收入国家手中， 欧美

国家依旧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尽管全球范围内存在多个实力不凡的国家级制作中心， 但其中只有极

少数能制作出完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本土产品， 占据全球市场主流的依旧是欧美节目，［２７］ 欧美节目共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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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全球 １５％到 ２０％的总播出时数。［２８］ 而区域性市场间的贸易额是微不足道的，［２７］（２０３） 多半只能到达少

数的外语节目市场中。 比如， 墨西哥制作的节目通常只输出到拉丁美洲以及美国的西班牙语系区域，
埃及的电视节目只外流到中东各国。［２８］（８６）

（二） 节目模式 “在地化” 中的冲突与共谋

节目模式 “在地化” 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博弈过程。 既要实现模式的跨国传播， 又要能

够产生足够多的地方性版本， 还要保持这些版本基本架构的内在一致性。 为了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状

态， 模式方和本土制作者总是不断地尝试重新界定文化边界， 直到最后定于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新

边界， 互惠性地相互借用发生在文化的差异和不平等之间。［２２］（６７）

从模式方的角度看， 经济利益是他们进行全球扩张的主要动力。 虽然模式方基于对版权的所有权，
会在版权价格谈判、 挑选合作伙伴、 生产过程监控、 衍生权益分配等方面占据主导权， 但是为了实现

节目模式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全球销售， 只要不触及根本性的模式框架， 他们一般会尊重地方制作

者对模式内容进行差异化改编， 愿意牺牲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诉求来换取经济利益的回报。［２９］ 毕竟全球文

化同化并不是他们的目的， 基于对生存和利润的考虑， 他们不断寻求着与地方的合作， 逐步嵌入和适

应本土条件与需要，［３０］迎合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需求。

从地方角度看， 虽然模式方允许节目有不同程度的国家变异， 但是文化基因会保持相对稳定； 这是

一种 “架构内自动”，［３１］即本土制作者模式改编的空间依然有限， 一般不影响模式架构的稳定性和完整

性。 即便如此， 地方也不是文化强权的受害者， 它们会基于本土国情、 文化技术条件和商业利益， 对

外来模式进行引进筛选， 对引进节目在遵守模式方游戏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能动的本土化改造， 并且还

时常出台媒介政策对模式引进实行数量调控。 比如， 西欧各国面对美国电视节目的大量入侵， 建立欧

盟配额系统， 用以限定非西欧国家在西欧电视频道的节目播出数量； 再比如亚洲各国经常基于政治与

意识形态保护， 对美国进口节目数量进行限制。［２８］（８６） 这些都充分说明 “全球在地化” 运动衍生了地方

觉醒、 自主意识的行动逻辑。［１８］（３０）

与此同时， 地方区域也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 利用全球化为自身谋取利益。 比如， 阿根廷地区的

电视生产者利用外来节目模式塑造国家形象［３２］ 。 并且， 地方对优质节目的渴望， 也是全球媒介产品本

土化的内生动力。 “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普遍流行给予一些非代表性国家的媒介系统以压力去提升他们媒

介产品的服务质量”。 他们通过充分利用外部技术和专业人力资源， 学习和模仿西方先进的影视制作模

式， 服务于本地社会的传统价值标准和文化传承。［３３］比如我国电视产业， 受益于频繁的模式贸易以及和

版权方的密切合作， 国内电视人的整体制作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 一些优秀的制作团队开始尝试由购

买模式的 “中国制造” 向对外输出的 “中国创造” 进行转变。 ２０１４ 年英国 ＩＴＶ 宣布引进灿星制作的

《中国好歌曲》， 中国首档输出海外的原创才艺节目模式诞生， 成为倒逼欧美模式市场的一种尝试与

探索。
由此可见， 节目模式的跨国流转并非是完全平等的， “在地化” 过程实质是全球暂时性最大动态妥

协的体现， 较好地诠释了全球与地方相互依赖， 相互建构的辩证关系。 这鼓励我们用联动、 发展的思

维去看待不同力量间相互抗衡的对话过程。［３４］

四、 结 　 　 语

电视节目模式的跨国流动为我们提供了看待媒介全球化现象的一个视窗。 早在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时期， 媒介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西方， 尤其是美国。 萌芽期的节目模式流动印证了这一点。 美国

作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期全球唯一的模式输出国， 节目单向地从美国流动到世界其他国家； 并且由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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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地方普遍采用较封闭的模式改编方式， 使得媒介产品的同质化和标准化问题凸显， 这也是文化帝

国主义流派所担忧的。 随着全球政治形势的逆转， 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内部动力逐渐受到重视， 文化帝

国主义理论不断式微， 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修正理论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兴起。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

认为， 基于受众的 “文化接近性” 需要， 媒介资源的全球流动并不必然带来产品的标准化和文化帝国

主义， 反而提供了许多地方化叙述的可能性； 文化多元应该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特征。 的确， 这一时

期全球模式的创制主体开始呈现多元裂变。 全球不再是由美国这个单一制作中心控制的向周边输送节

目和意识的单一市场， 模式贸易中心开始由美国向欧洲转移， 世界范围内多个电视节目生产与出口中

心的出现， 以及全球与地方频繁互动的节目模式 “在地化” 策略， 都表明当今世界电视格局既没有单

一的中心， 也不存在必然的边缘地带。［１２］（１５７）

虽然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捕捉到了全球媒介资源多极化的流动趋势， 但也因过于强调多元文化的征

兆， 忽略了全球媒介权力结构和支配性力量而受到批判。 诚然， 节目模式作为媒介全球化的产物， 总

是处于电视生产空间这一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中。 之前的理论流派， 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文化多

元主义， 都只优先考虑了媒介全球化的结果， 而对产生结果的动力机制鲜有涉及。 鉴于此， 斯特劳哈

尔提出的 “非对称的互相依赖” 理论， 则认为当今世界既有西方国家在媒介生产方面的引领性， 也有

非西方国家的主动性和抵抗性应对， 还有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媒介资源上的互相依赖， 这似乎更

加符合当前媒介资源占有、 分布、 以及流动的力量对比。 就全球节目模式贸易来看， 虽然近年来非西

方国家向西方国家输送节目的文化逆流现象不断显现， 但相比于西方国家的外向输出， 这股 “逆流”

依旧是微不足道的。 并且， 从节目 “在地化” 过程看， 节目模式的跨国流动也是不平衡的， 内部充满

着冲突与共谋。 节目模式的地方版既不是全球化力量对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吞噬， 也不等同于文化多元

主义所倡导的完全新质文化， 而是代表全球力量的模式方和地方权力主体互动博弈形成的新型文化

形态。

由此可见， 斯特劳哈尔的全球观给了我们启示和借鉴。 面对全球媒介资源的复杂图景， 必须体认到

文化跨国流动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性， 以及不同文化相遇时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毕竟理性、 辩证地看待

文化的跨境流动现象， 并识别出文化表象下隐藏的真实权力框架和动力， 才是全球化时代媒介研究的

旨归。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ａｌａｂｙ， Ｊ􀆰 Ｋ􀆰 􀆰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ＴＶ Ｆｏｒｍ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６ （４）： ２９２－３０９􀆰

［２］ Ｍｏｒａｎ， Ａ􀆰 􀆰 Ｍａｋｅｏｖ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ｍａ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ａ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８， ２２

（４）： ４５９－４６９􀆰

［３］ Ｃｈａｌａｂｙ， Ｊ􀆰 Ｋ􀆰 􀆰 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ＴＶ Ｆｏｒｍａ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ｓ ａｎ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 Ｊ］ 􀆰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２０１２， ３４ （１）： ３６－５２􀆰

［４］ 殷乐 􀆰 电视模式产业发展的全球态势及中国对策 ［ Ｊ］ 􀆰 现代传播， ２０１４ （７）： １０６－１１１􀆰

［５］ 张建珍， 彭侃 􀆰 电视节目模式国际贸易发展简史 ［ Ｊ］ 􀆰 新闻春秋， ２０１３ （２）： ６５－７１􀆰

［６］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Ｈ􀆰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７５， ５ （４）： １－１２７􀆰

［７］ Ｍｏｒａｎ， Ａ􀆰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Ｖ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ｍａ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ａ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 ２３ （２）： １１５－１２５􀆰

［８］ Ｍｏｒａｎ， Ａ􀆰 ， ＆ Ｍａｌｂｏｎ， Ｊ􀆰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Ｖ Ｆｏｒｍａｔ ［Ｍ］ 􀆰 Ｂｒｉｓｔｏ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６􀆰

［９］ 殷乐 􀆰 电视模式的全球流通： 麦当劳化的商业逻辑与文化策略 ［ Ｊ］ 􀆰 现代传播， ２００５ （５）： ８４－８７􀆰

８



第 ４ 期 戴颖洁： 电视节目模式跨境流动研究

［ １０］ Ｓｒｅｂｅｒｎｙ， Ａ􀆰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 ｉｎ Ｊ􀆰 Ｃｕｒｒａｎ ａｎｄ Ｍ􀆰 Ｇｕｒｅｖｉｔｅｈ （ ｅｄｓ􀆰 ）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ｅｔｙ ［Ｃ］ 􀆰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ｒｎｏｌｄ， ２０００， ９３－１１９􀆰

［１１］ Ｓｔｒａｕｂｈａａｒ， Ｊ􀆰 Ｄ􀆰 􀆰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 Ｊ］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１， ８ （１）： ３９－５９􀆰

［１２］ 施依秀 􀆰 英国电视强大的秘密， 没那么简单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ｄｉａｃｉｒｃｌｅ􀆰 ｃｎ ／ ？ ｐ ＝ ２４２９０， ２０１５－６－１６􀆰

［１３］ ＦＲＡＰＡ 官方统计数据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ｒａｐａ􀆰 ｏｒｇ， ２０１７－０４－１１􀆰

［１４］ 维基百科 􀆰 Ｉｄｏｌｓ （ＴＶ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Ｉｄｏｌｓ＿ （ＴＶ＿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１６􀆰

［１５］ 白璐 􀆰 电视节目模式理论及本土化改编策略研究 ［Ｄ］ 􀆰 重庆大学， ２０１４： ７􀆰

［１６］ Ｇｉｄｄｅｎｓ Ａ􀆰 􀆰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Ｍ］ 􀆰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１７］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Ｒ􀆰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ａｇｅ， １９９２： ８􀆰

［１８］ 刘俊裕 􀆰 文化全球化： 一種在地化的整合式思维与实践 ［ Ｊ］ 􀆰 国际文化研究： 真理大学通识教育学报， ２００７ （６）： １－３０􀆰

［１９］ Ｈａｌｌ， 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 ［Ａ］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Ｋｉｎｇｅ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 􀆰 Ｂｉｎｇｈａｍ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１： ２８－２９􀆰

［２０］ Ｋｒａｉｄｙ Ｍ􀆰 Ｍ􀆰 􀆰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２００５􀆰

［２１］ 佘文斌 􀆰 控制差异： 电视节目模式的市场逻辑 ［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５ （２）： １８－２８􀆰

［２２］ 贺程 􀆰 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文化混杂性问题研究 ［Ｄ］ 􀆰 武汉大学， ２０１３： １５􀆰

［２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中国公司占 ３％， 关于 ２０１５ＭＩＰＣＯＭ 你不得不知的数据 ［ＥＢ ／ ＯＬ］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 ／ ｐ ／ Ｎ８９ｆＹＶ􀆰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１０－９􀆰

［２４］ Ｃｕｒｒａｎ Ｊ􀆰 􀆰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２􀆰

［２５］ 章宏 􀆰 超越媒介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中国电视全球化分析框架探究 ［ Ｊ］ 􀆰 中国传媒报告， ２０１０ （８）： ２８－４３􀆰

［２６］ 李黎丹 􀆰 发展中国家电视媒体全球化路径研究 ［Ｍ］ 􀆰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８５􀆰

［２７］ Ｓｐａｒｋｓ Ｃ􀆰 全球化、 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 ［Ｍ］ 􀆰 刘舸， 常怡如译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１９５􀆰

［２８］ 洪浚浩 􀆰 传媒全球化的一些理论与议题 ［ Ｊ］ 􀆰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０１ （４）： ８４－９４􀆰

［２９］ 徐明华 􀆰 全球化与中国电视文化安全 ［Ｍ］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３０］ 郑中玉 􀆰 沟通媒介与社会发展： 时空分离的双向纬度———以互联网的再地方化效应为例 ［ Ｊ］ 􀆰 黑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１）：

１３６－１３９􀆰

［３１］ 汪琪， 萧小穗 􀆰 本土传播研究的下一步 ［ Ｊ］ 􀆰 传播与社会学刊， ２０１４ （２９）： １－１５􀆰

［３２］ Ｗａｉｓｂｏｒｄ Ｓ ＆ Ｊａｌｆｉｎ Ｓ􀆰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ｉ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Ａ］ 􀆰 ｉｎ

Ｍｏｒａｎ， Ａ􀆰 􀆰 ＴＶ Ｆｏｒｍａｔ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Ｃ］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 Ｌｔｄ， ２００９： ５５－７４􀆰

［３３］ 王肯 􀆰 西方主导媒介与 “逆流” 媒介在当代媒介文化中的对立及相互作用 ［ Ｊ］ 􀆰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２ （８）： ５９－６５􀆰

［３４］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Ｊ􀆰 Ｂ􀆰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责任编辑： 詹小路］

９


